
安次县治未迁崧州城考

王玉亮　金久红

　　提　要：历史上，永定河曾在京南平原迁移不定，造成连年水患，安次县就因水灾而多次迁移县治。由于县
志记载模糊，致使后人有了县治曾迁至崧州城的误识。通过对几种安次县志相关记载的补文、校对和考据，并参

照明清时期 《顺天府志》等文献，可以考证出安次县未曾迁至崧州城，地方志中有演绎之处，今人也有解读之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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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定河曾有 “小黄河”“浑河”“无定河”之称，康熙三十七年 （１６９８）整修河道后，赐名
“永定河”，沿用至今。永定河自北京西山经卢沟桥南下，流经河北省廊坊市固安、永清、安次、

霸州等县，从天津汇入海河。自隋唐以来，因其河道往来迁移不定①，水患连年频发，因而京南

各县深受其害。安次县治②就因水患屡屡逼迫，不得不多次迁移。由于明清以前地方志或简略或

缺失，明清时期在县志编撰和存留等方面又存在诸多问题，造成了今人对安次县城曾迁址崧州城

的误识。

一　安次县沿革及迁徙概况
据 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，安次县始设于西汉初年，属渤海郡。县治位于今廊坊市西外环的

古县村③，经后汉、魏晋、北朝至隋，一直沿袭近８００年。在此期间，永定河一直经由北京城向
东入北运河出海。“东汉至隋，永定河已移至北京城南，即由石景山南下到卢沟桥附近再向东，

经马家堡和南苑之间，东南流经凉水河入北运河。”④ 隋唐之际，永定河分为两支，北支仍走马

家堡和南苑之间，南支最初沿凤河，后逐渐西摆至龙河。安次县境于是成为永定河泛区，县城直

接处于水患威胁之下，由此开启了县治屡次迁徙的历史。

据县志记载，武德四年 （６２１），因永定河逼近县城 （今龙河河道，紧邻古县村西），浸毁西

部城墙，县城入水被淹，县治被迫迁至东南５０里的石梁城⑤ （今廊坊市安次区调河头乡朱官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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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次、永清、固安等县境内现仍存在多条永定河河道，京南自太行山以东至海的其他河流如小清河、拒马

河、
)

牛河、白沟河、大清河等都曾被永定河夺流并轨，许多河流如今凤河、龙河、天堂河、半截河、哑

叭河等是其迁移后留下的故道。不同于黄河等其他河流，主河道一旦迁移，故道就不再是流经之地，永定

河可以同时拥有多条河道，也会重新流经故道。在清代以前，每年永定河的主溜流经哪条河道难以确定，

且常侵夺其他河流的河道。历史上称其为 “无定河”，主要指其没有固定河道。

县级政府机构所在地，因古代一般修有城池，故也称县城所在地。

据康熙 《东安县志》等记载：“在县治西北四十里，汉置安次县于此，基址尚存，今易名古县。”

段天顺：《略论永定河历史上的水患及其防治》，《北京史苑》第１辑，１９８３年，第５页。
从明初 《顺天府志》来看，石梁城的位置已不能详考，但按乾隆 《东安县志》和 《方舆纪要》所载，该地

原为明清时期安次县常伯乡灰城村。１９５４年永定河泛滥，将灰城、东立庄、南七庄３村夷为平地，村民全
部外迁。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，这里仍是水患后的盐碱荒滩之地，因开办烧砖厂，深挖取土时发掘出许多古
代遗物，可大致断定石梁城方位。但石梁城作为县治所在地前后不过十几年，而且依据古县村出土隆福寺

长明灯楼等文物看，当时旧县城 （古县）并未完全废弃，许多官绅富户仍居于此。可以推断，石梁城县治

时期尚未建有完善官方机构，也没能聚集大量富庶居民。



村北，位于今安次境内的永定河河道北侧）；贞观八年 （６３４）又从石梁城迁至西北５０里的常道
城① （今廊坊市广阳区九州镇北常道村）；开元二十三年 （７３５），再迁至常道城东南数里的耿就
桥行市南② （今廊坊市广阳区九州镇）。这３次迁移，都是永定河河道在安次境内频繁变动和屡
次水患灾害造成的。

后晋天福元年 （９３６），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赂献契丹，安次归属辽地，隶属辽国南京析津
府。后来安次又为金国属地。元朝建都大都城后，安次县改县升州，称为东安州。明洪武二年

（１３６９），因永定河逼近，城墙被毁，东安州被迫移州治于东南约５０里的常伯乡张李店村 （今廊

坊市安次区仇庄乡幸福村、光荣村一带），原州治所在地便俗称为 “旧州”③。洪武九年，东安

州又降为东安县。民国３年 （１９１４）改东安县为安次县。１９５１年，永定河淹没县城④，城倒房
塌，百姓无处容身，安次县委县政府在组织救灾的同时，将政府机构临时迁至安次县廊坊镇⑤

（今廊坊市前身）。

明末清初东安县境河道概图

说明：此图据 《东安县志》手绘，未标明的河道为永定河及支汊，图中东安县为明、清时县治

所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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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 《元和郡县志》等文献记载，常道城为北魏时常道乡公封邑，唐代改作县城，后被永定河冲决埋没。需

说明的是，贞观八年迁至常道城后，永定河主河道又从龙河西移到今天堂河，在天堂河与龙河之间为患，

最终冲毁常道城，今遗址之上有南常道村和北常道村。

县治迁到耿就桥行市南后，永定河除时常侵夺天堂河、龙河河道外，其主河道继续西移、南摆，在宋辽、

宋金时期曾西移至太行山东麓，夺拒马河等河道南流，至今雄安新区夺白沟河、大清河等折向东流，北宋

著名三关 （雄州、霸州、信安军）即在界河 （当时的永定河）以南。由于宋元时期永定河远离安次县境，

安次县治得以几百年稳定无虞。元代后期永定河又东迁回到安次县境，再次迫近县城，并在明朝初冲毁西

部城墙，河水浸入城内。

原为廊坊市广阳区旧州镇，近年改为九州镇。

１９５４年前后，由于水患，县城完全埋没于泥沙之下。
廊坊镇清末已通火车，联接京津，义和团运动时期著名的廊坊大捷即发生于此。由于原县城此时已被完全

埋没，廊坊镇便成为新的安次县治所在地。



上述５次迁移 （古县→石梁城→常道城→耿就桥行市南→常伯乡张李店村→廊坊镇）在县
志、《顺天府志》《畿辅通志》等文献中都有记载，且时间明确。

二　“崧州城”县治说
由上可知，安次县治历史上曾发生了５次迁移，但是在当地却有着６次迁移的说法，即县治

曾移至过 “崧州城” （今廊坊市广阳区万庄镇稽
*

王村）。安次地方志书认为：后晋天福元年，

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时，安次归属辽国，县治随即移至崧州城。当地的官网和报纸也采纳了这种

看法，如 “安次县治曾历经古县、石梁城、常道城、耿就桥、崧州城、旧州６次迁徙。明朝洪
武二年，因浑河 （永定河）水患，其治所从旧州迁到常伯乡张李店”①。如果此说成立，那么安

次县治就曾于天福元年从耿就桥迁往崧州城，又于洪武二年从旧州迁往常伯乡张李店村。这样问

题就产生了：崧州城县治时期何时结束，县治又于何时迁回旧州的？有何文献依据？

当地地方志专家提出，崧州城曾为安次县治的依据有二：一是康熙 《东安县志》卷２“地理
志”之 “古郡名”中记载， “安墟，古名；安次，汉名；修市，汉名；安城，魏名；崧州，辽

名”②。地方志专家将该句解读为：安次县在古代曾名为安墟；汉代为安次县，后为修市县；魏

时称安城县；辽代时为崧州。而且专家们还认为，辽灭亡后，县治又从崧州城迁回到耿就桥行市

南 （即旧州）。但是，若仅依此句记载和此种解读，就断定安次县曾迁至崧州城，则明显证据不

足，而且何时从崧州城迁回到耿就桥行市南也没有任何依据。二是该志卷２“古迹”中有关 “崧

州城”的记载：“在县治西北七十里，辽称城，古喇王店，即今机察王是也。”③ 地方志专家认

为，崧州被称为 “城”，必定曾是县治所在地，否则不会被称为 “城”。这种理由很牵强，称为

“城”并不意味着县治曾迁移到此，该志中被记为 “城”的地方还有很多，如葛渔城、里狼城、

外狼城、团城等，不可能都曾作过县治。

三　县治有无迁移 “崧州城”辨析

现存最早的安次方志为明代天启年间成书的 《东安县志》④，然后分别是清代康熙 《东安县

志》⑤、乾隆 《东安县志》⑥、民国 《安次县志》⑦，另有 《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》为以上４种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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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恢复传统岁月街区　还原古城风貌　传承家乡文化》，《廊坊日报》２０１７年４月７日，第７版。
王文琳等辑：民国 《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》之 《康熙东安县志》卷２《地理志·古郡名》，民国２４—２５年
（１９３５—１９３６）铅印本。本文简称为康熙四种合刊本。
康熙四种合刊本卷２《地理志·古迹》。
郑之城修，边仑等纂：天启 《东安县志》，天启五年 （１６２５）刻本。见 《明代孤本方志选》，存第２—６卷。
另有民国 《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》本、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２０００年影印本。
李大章修，张墀纂：康熙 《东安县志》，康熙十六年 （１６７７）刻本。现藏于国家图书馆，残损较重，多处字
迹漫漶不清。另有康熙四种合刊本、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２００５年影印本。
李光昭修，周琰纂：乾隆 《东安县志》，乾隆十四年 （１７４９）刻本。除 《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》本外，

另有据李光昭纂修、民国２４年铅字重印本的 《东安县志》，“中国方志丛书”华北地方，台北成文出版

社有限公司，１９６８年影印本，第１３０号。以上 ３种本文分别简称为乾隆清刻本、乾隆合刊本、乾隆台
北成文本。

刘钟英修，马钟纂：民国 《安次县志》，民国３年铅印本。除 《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》本外，另有据民国

３年刘钟英纂修、民国２５年马钟等增刊本影印本的 《安次县志》，“中国方志丛书”华北地方，台北成文

出版社有限公司，１９６９年影印本，第１７９号。以上３种本文分别简称为民国３年本、民国合刊本、民国台
北成文本。



志合刊本。有关安次历史沿革的古籍文献还有 《畿辅通志》 《顺天府志》和 《永定河志》等，

《日下旧闻考》和 《水道提纲》也稍有涉及。

因现存天启 《东安县志》已缺失沿革、建制类记载，康熙 《东安县志》便是最早记载安次

县治变迁的方志了。康熙 《东安县志》“沿革”中相关文字为：

唐高祖以东安隶涿郡，武德四年移县□东南五十里石梁城。贞观八年，又移县西五十里
常道城。悬 （玄）宗开元中，改 （幽）州为范阳郡，此地仍隶范阳，二十三年又移于耿就

桥行市南。肃宗乾元中，复又改东安为安次，仍隶幽州。石敬瑭结□□□□唐□燕□十六州
以□之□安次遂为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元年升幽州，安次隶焉。开大元年更幽都为永安析津
府，安次隶如旧。天会元年又析为河北东路，而安次隶之。①

乾隆 《东安县志》卷１“地理志·沿革”中相关文字为：

唐高祖武德初年以东安隶涿郡，四年移县治于东南五十里石梁城。太宗贞观八年移县西

五十里常道城。玄宗开元中改为范阳郡，东安仍隶范阳，二十三年移县治于耿就桥行市南。

肃宗乾元中，复改东安为安次，仍隶幽州。石晋天福初，割燕云十六州以赂契丹，安次遂为

辽地。辽会同元年以幽州为南京幽都府，安次隶焉。开泰元年改南京为燕京，幽都为永安析

津府。保大末入于金。宋宣和五年，幽州入宋，置燕山府路，收复山前州县，安次隶焉。后

七年，郭药师以燕山叛，没于金。金天会七年，属河东北路大兴、宛平等十县，安次

在焉。②

３种版本的乾隆 《东安县志》（清刻本、四种合刊本、台北成文本）自 “唐高祖武德初”至

“石晋天福初”，在文字上略有不同，而自 “石晋天福初”至 “保大末入于金”则完全一致。３
种版本的民国 《安次县志》（民国３年本、四种合刊本、台北成文本）卷１“地理志·沿革”也
是相同情况。以乾隆志或民国志对照康熙志，可补上述部分缺文。

石敬瑭结辽兵反后唐割燕云十六州以赂之辽安次遂为辽地□□□□会同元年升幽州，安
次隶焉。

下划线文字为本文作者所补，“石敬瑭结辽兵、反后唐，割燕云十六州以赂之辽，安次遂为

辽地，□□□□。会同元年升幽州，安次隶焉。”中间所空４字是否可补为 “移治崧州”或 “移

于崧州”呢？从前后几次迁移记录的文字惯例看，不仅记述了迁往何地，往往还记述迁于何时，

若果真曾迁崧州城，从前后时间来看，还应当补缺文 “天福某年”或 “天福某某年”，那么此处

４字缺文肯定不能将时间、方位补全了。
既然从乾隆和民国县志中不能补证康熙县志是否记有移于崧州城，那么还可以利用本校法核

对每种县志自身前后的文字记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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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康熙四种合刊本卷２《地理志·沿革》。□为缺文，标点为本文作者所作，下述引文标点也是。
清乾隆刻本。另见乾隆台北成文本卷１《地理志·沿革》，第３０—３１页。



先是康熙 《东安县志》。该志 “古迹”载：“旧州，在县治西北四十里，安次之西。金以前

为县，元升为东安州，尝经浑河冲决，后人渐复辏居，亦名东安州。”① 可以推断出，金代以前

和元代时的治所都位于旧州，而金以前就是辽，即辽国时旧州为县治所在地。另外，据 “公署”

载，“县治旧在常道城东耿就桥行市南，因浑河水患，洪武三年十一月主簿华得芳移治于常伯乡

张李店，即今县治是也”②，再次确认了明代以前的治所位置为耿就桥行市南。而 “学校”中

“庙学在县治西，先唐开元间建于耿就桥行市，前元中统四年改县为州，升为州学。至正二十三

年因浑河水患移于州治东朝正坊。至明洪武二年改州为县，又为县学，三年，复因浑河水患，随

县通迁于张李店，即今庙学是也。”③ 这条记载更明确指出自唐代开元二十三年至元代至正二十

三年 （１３６３）间，庙学一直在耿就桥行市南 （旧州）衙署治所的西边，明代安次县治直接迁自

于耿就桥行市南，该地作为治所长达６３０余年。
再看乾隆 《东安县志》和民国 《安次县志》。乾隆 《东安县志》 “沿革”记载，从 “（开

元）二十三年移县治于耿就桥行市南”至 “（洪武二年）是年东安因浑河为患，迁治于常伯乡张

李店。九年，改东安州为县”④。即从唐开元二十三年至明洪武二年之间，治署并无迁往他处的

记载。“城池”中载：“自前明洪武二年从常道城之耿就桥行市南迁治于常伯乡张李店，即今县

治是也。”⑤ “义学”中载： “学宫在县治西，唐开元间建于耿就桥行市南，元中统四年改县为

州，升为州学。至正二十三年因浑河水患移于州治东朝正坊。至明洪武二年，复因浑河水患，随

县治迁于今地。”⑥ 可见，乾隆 《东安县志》中地理、建置、学校３处所记，并无相互冲突或言
之不明之处 （且３种版本相同），都是县治从耿就桥行市南直接迁于常伯乡张李店，且有２处表
明从唐代开元年间至明初迁治之前，治所一直在耿就桥行市南。民国 《安次县志》地理志中沿

革和学制所记亦皆同于乾隆志相应内容，只有城池中有一字之别，即 “自前明洪武”改为 “自

明洪武”而已。

综上可知，各种版本的康熙 《东安县志》、乾隆 《东安县志》、民国 《安次县志》不但都没

有治所迁往崧州城的记载，反而都有自唐代至明初治所一直在耿就桥行市南的记录。

最后，再看崧州城被误认为县治的由来。康熙 《东安县志》“古迹”载：“崧州城，在县治

西北七十里，辽称城，古喇王店，即今机察王是也。”⑦ 前已论述，辽之前此地古名为喇王店，

辽代时称崧州城。但在乾隆 《东安县志》中却变成：“崧州城，在县治西北七十里，辽古喇王所

置州，即今之机察王村也。”⑧ 民国 《安次县志》载：“崧州城在县治西北五十里，辽古喇王所

置州，即今稽察王村也。”⑨ 两志所载除了 “机”与 “稽”字不同、道里远近不一外，语意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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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熙四种合刊本卷２《地理志·古迹》。
康熙四种合刊本卷３《建置志·公署》。
康熙四种合刊本卷３《建置志·学校》。
乾隆台北成文本卷１《地理志·沿革》，第３０—３１页。
乾隆台北成文本卷２《建置志·城池》，第３５页。
乾隆台北成文本卷３《学校志·义学》，第７２页。
康熙四种合刊本卷２《地理志·古迹》。
乾隆台北成文本卷１６《古迹志·古迹》，第３３６页。乾隆清刻本、乾隆四种合刊本、乾隆台北成文本的此处
记述相同。

民国台北成文本卷１《地理志·古迹》，第６４页。民国３年本、民国四种合刊本、民国台北成文本的此处记
述相同。



不相左。这说明清代初年 （康熙时）还能正确记述地方古迹演变，但在编撰乾隆 《东安县

志》时却附会演绎，把康熙时的 “古喇王店，即今机察王是也” （古时的喇王店村，即今日

的机察王村）讹传为辽国的某位 “古喇王”建立的州城，也就是说，将一个村名转讹为辽国

的某个王，把崧州城的 “州”理解为州县行政区划，把 “城”视为州县治所之城了。民国时

人编撰志书，往往只照录前人，少有更订。到了现在，今人沿袭讹误，并其视为辽属安次的

州治，由此可能也就产生了安次曾迁治于崧州城的说法。可见，乾隆 《东安县志》和民国

《安次县志》虽在沿革上清晰地记载了治所几次迁徙的时间和地点，却在崧州城的记述中添

加了附会演绎。

另外，康熙 《顺天府志》也记述了安次县治的变迁，但 “沿革”“县治”“学校”及 “古

迹”中都没有提及崧州城。“武德四年，移置石梁城；贞观八年，又移置魏常道城；开元二十

三年，又东移于耿就桥行市南。元初属霸州，后升为东安州，隶大都路。明洪武初，改为县；

二年因浑河为患，迁于常伯乡张李店，即今治也。”“县治旧在常道城东，耿就桥行市南。因浑

河水患，明洪武三年，主簿华得芳移治于常伯乡张李店，即今治也。”① 光绪 《顺天府志》在

安次县 “沿革”中记有 “开元二十三年又自常道城东移于耿桥行市南，置治，即今旧县也，

辽金皆因之”。在 “县治”中记有 “开元二十二年又自常道城移耿桥行市南置，辽金并因

之”②。虽然两处记载在时间上并不一致，但也说明迁于常伯乡张李店村之前的旧治为耿

（就）桥行市南，辽金时期一直因袭沿用。该志还简要介绍了历次县治遗址的存留情况，但

根本没有提及崧州城。以上康熙、光绪两 《顺天府志》记载，都说明自唐开元二十三年以来

至明初一直没有迁移过治所。康熙 《顺天府志》（约修成于１６８４年，见阎崇年校注本）晚于
康熙 《东安县志》（成书于１６７３年），但不像民国 《安次县志》那样完全照抄乾隆 《东安县

志》，康熙 《顺天府志》除缀辑各地呈送的县志外，还另有明确资料来源，如 《明史》 《读

史方舆纪要》等。另外，光绪 《畿辅通志》有关府州县沿革的内容中也无安次县治迁于崧州

城的记载。

综上所述，可以断定，安次县治曾移于崧州城的说法不成立。

（作者单位：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

廊坊师范学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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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吉午纂修，阎崇年校注：康熙 《顺天府志》卷３《建置·沿革》，中华书局，２００９年，第７６、９１页。
缪荃孙纂修：光绪 《顺天府志》卷２《地理志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１９８３年，第４２５、４３０页。缪荃孙于光
绪丙戌年 （１８８６）抄自永乐大典 《顺天府志》残存８卷，因而实际上早于康熙 《顺天府志》和康熙 《东安

县志》，也早于天启 《东安县志》。




